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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high-tech industr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273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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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3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the study selects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talent introduction policy in urban talent war, and employs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approach to conduct the policy evalu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Urban talent introduction polic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high-tech industry significantly, and this effect has been strengthened since the second year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2）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city sizes, urban talent introduction policy may exert unlike impact on high-tech industry. （3）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pending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lent introduction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high-tech industry. Robustness tests support conclusion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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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高新技术产业是抢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核心力量，是启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也是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1, 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关键技术的创新、质量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实现百年奋斗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当前必须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近年来，国内各城市纷纷颁布了力度空前的人才引进政策，人才争夺战一触即发，各地人才引进政策释放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信号越来越强、引才力度越来越大。各地政府投入大量的政策、资金和服务吸引人才，城市间“抢人大战”愈发激烈，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关于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研究集中于政策内容的比较、政策工具的文本内容分析和挖掘、以及政策扩散等方面[3, 4]，对人才引进政策的政策效果研究不足，鲜有结合人才引进政策推行后“政策性”特征所带来的产业发展、城市发展等效应进行的政策评价。因此，难以有效的识别人才引进政策的效果、捕捉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长期效应以及人才引进政策的作用机制。
城市推出的人才引进政策，通过各种途径的“筑巢引凤”是否能够提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间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不仅有助于对现有的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效果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估，而且能够为城市进一步推动和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更好地发挥人才在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政策指导。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因素的研究
现有文献中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史丹和李晓斌[5]证实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研发资金投入，扈瑞鹏等人的研究表明研发的资本存量能够显著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产出[6]。二是产业集聚程度，产业集聚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组织学习和知识溢出[7]，同时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更容易得到资源和政策的倾斜[8]，进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三是政府的政策及财政支持。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出能够支持高新产业的发展[9, 10]。政府提供的科研资助补贴不仅能够直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创新[6]，同时还可以刺激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科技研发项目之中[11-13]，间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过度的政府支持和干预也会扭曲资源配置，阻碍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14]。有少量研究探究了人力资本与高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15]，但是，关于人才以及城市人才政策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还较为缺乏。
1.2 关于人才政策的研究
关于人才政策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不同地区的人才政策比较、政策文本内容的挖掘与分析、以及政策扩散等方面。一是集中于不同地区间人才政策的比较分析。学者们选取北广深、江浙沪等地区的人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16]，结合内容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等方法[17, 18]对各个地区人才政策的引进标准、培养模式、激励方式及福利性政策等内容进行比较，进而提出人才政策的完善性建议。
二是对人才政策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挖掘和梳理，从而对人才政策的变迁和趋势进行分析，多采用文本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为主。刘佐菁等人[19]基于广东省2006至2015年间的人才政策文本，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广东省人才政策的特征和问题；李燕萍等人[20]基于46项人才政策，分析了中关村和东湖高新区人才政策的发展趋势、价值和环境变迁，并对人才政策的政策工具进行挖掘和分析。部分研究在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通过对政策文本的系统性量化梳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进行政策效能评价，何江等人[3] 围绕“选育用留”对15个城市人才政策的政策内容进行文本清洗，并利用PMC指数模型构建人才政策PMC评价指标体系；李国锋和孙雨洁[21]通过内容分析法将人才引进政策划分为奖励型政策、发展型政策和保障型政策，同时通过文本量化统计研究构建人才引进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并对济南、武汉、成都的人才引进政策加以实证分析。
三是基于政策扩散的理论视角研究人才政策创新扩散的模式、过程以及人才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吴宾等人通过研究二线城市的政策发现，人才政策的政策创新扩散模式是空间上的自发式水平扩散和时间上的指数型曲线[22]；陈新明等人则认为人才政策的扩散模式是纵向传递和横向竞争相结合的[23]。唐慧和王印红通过研究2017年至2020年间的人才政策发现了存在非渐进性扩散的政策创新，证实了政策创新不一定始终遵循渐进性扩散的逻辑[24]。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水平、财政收入、府际竞争、政府治理规模等因素对人才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24, 25]。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研究和拓展的空间。第一，从研究议题上看，学者们集中于探讨人才政策本身，对人才政策的政策效果的研究较为缺乏，尽管现有少量文献从创新能力提升的角度探究了人才政策的政策效应[26]，但鲜有文献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视角研究人才引进政策的政策效果。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法、文本计量法等对现有人才政策展开研究，缺乏运用双重差分法、结构方程模型、系统熵模型等实证方法评估人才政策的效果。基于此，本文以人才引进政策这一城市人才争夺战中典型的人才政策为切入点，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并探讨相应的影响机制，进而丰富和深化现有人才政策效应的研究。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定
[bookmark: _Hlk103178444][bookmark: _Hlk108206125][bookmark: _Hlk108202273][bookmark: _Hlk103178457]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是维持社会经济长久发展的重要动力。 Robert E. Lucas构建了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能够在经济领域产生相应的溢出效应，强调企业的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27]。在此基础上，Hirofumi Uzawa的两部门模型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结合，将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认为内生技术的改变是企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28]。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强调依靠技术的进步推动企业创新，将目光着眼于创新、研发和知识的推动作用对企业的影响[29]。随着经济增长研究的深入，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创新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不断被学界所强调[30-33]。
此外，Kenneth J. Arrow和Mordecai Kurz在发展内生增长模型的过程中将政府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引入到政府公共投资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分析中，并假设所有政府支出都能带来增长[34, 35]。Robert J. Barro建立了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将政府的财政支出引入“AK”生产函数并得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36, 37]。学界普遍采用Arrow-Kurz-Barro这一范式去分析有关政府公共支出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38]。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1）人才引进政策及其相应的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地吸引人才流入政策实施地，同时在人才实施地形成符合发展所需的人才集聚规模，形成大量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能够提高一个企业的效率、影响力、生产力，是解释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39]，在直接和间接促进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40]。（2）由于各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宜居程度等要素存在差异，加之人才引进政策的具体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均有所不同，人才流动模式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同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带来的政策效应也会有所不同。（3）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言，技术创新和政府资金支持是必不可缺的，因此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将技术创新和政府资金支持的作用纳入考察范围。根据Rothwell和Zegveld对政策工具的分类，人才引进政策的政策工具分为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41-43]，政府通过这三类政策工具，提供项目、信息、资金和环境吸引人才。一方面，项目支持和平台搭建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等内生要素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技研发经费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44, 45]，城市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利于推动企业项目的落地和开展，进一步拉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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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才引进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图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才引进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假设2：在不同地区，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不同。
假设3：不同的城市规模中，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不同。
假设4：人才引进政策通过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假设5：人才引进政策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科技研发投入水平进而推动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与变量选择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能够对政策效果做到无偏估计，因而在政策评估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46]。为验证人才引进政策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已经实施了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将没有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作为对照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如下：
                    （1）
[bookmark: _Hlk93607145]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表示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本研究以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经营状况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为衡量标准，用来衡量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
核心解释变量是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公式中的即为核心解释变量，为组间虚拟变量，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取1，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取0；则是时间虚拟变量，在人才引进政策实施前取值为0，人才引进政策实施后取值为1，研究期内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时间虚拟变量始终为0；是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人才引进政策对政策施行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作用。
表示本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由于政策实施前后在不同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差异可能会对人才引进政策的评估产生潜在影响，故本文参考Glaeser[47]、蒋选等[48]学者的做法，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变量，主要搜集了人均GDP、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人口密度、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和人均工资等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及其符号如表1所示。
同时，本文引入了双向固定效应，表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随机扰动项。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
	
	各城市每年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千亿元）

	核心解释变量
	人才引进政策实施
	
	若第i个城市在第t个时间点上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则取1，反之为0

	控制变量
	人均GDP
	GDP
	人均GDP（/元）的对数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Loan Balance
	LB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的对数

	
	人口密度
Population Density
	PD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的对数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General Budget Revenue
	GBR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亿元）的对数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General Budget Expenditure
	GBE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亿元）的对数

	
	人均工资
Average Wage
	AW
	人均工资（/元）的对数

	中介变量
	科技创新水平
Innovation
	Innov
	当年申请发明数量、实用新型数量和外观设计数量的加总/个

	
	科技研发投入水平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Spending
	S&T
	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3.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2010—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地级市的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库，以各省市统计年鉴作为补充，少量缺失数据通过算术平均的方式获得。由于西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甘肃省以及海南省的部分地级市数据缺失严重，故将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做剔除处理，实证分析最终使用中国273个地级市10年的面板数据。数据的处理和计算统一使用Stata16.0统计软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
	
	2,730
	0.464
	1.394
	0.00156
	26.07

	人均GDP
	GDP
	2,730
	10.68
	0.666
	8.897
	20.34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LB
	2,730
	7.181
	1.142
	4.513
	11.21

	人口密度
	PD
	2,730
	7.998
	0.703
	5.733
	9.619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GBR
	2,730
	4.732
	1.056
	1.660
	8.877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GBE
	2,730
	5.616
	0.752
	3.761
	9.030

	人均工资
	AW
	2,730
	10.81
	0.346
	9.534
	12.68

	科技创新水平
	Innov
	2,730
	7,920
	19,042
	20
	239,892

	科技研发投入水平
	S&T
	2,730
	10.76
	35.96
	0.0753
	555.0



4 政策效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文基于式（1）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其中模型（1）和模型（4）均控制了个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1）中未引入控制变量，而模型（4）引入了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模型（1）和模型（4）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值，分别为0.212和0.202，且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人才引进政策能够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回归结果的可比性，本文又增加汇报了模型（2）和模型（3）。其中，模型（2）为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模型（3）仅固定了个体效应。可以看出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这一回归结果的得出进一步印证了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为各地级市继续推进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0.212***
	0.253***
	0.179***
	0.202***

	
	（5.504）
	（3.926）
	（4.864）
	（5.305）

	GDP
	
	0.223***
	-0.007
	-0.006

	
	
	（4.885）
	（-0.266）
	（-0.212）

	LB
	
	-0.013
	0.153***
	0.216***

	
	
	（-0.261）
	（3.264）
	（4.288）

	PD
	
	0.000
	0.037
	0.043

	
	
	（0.008）
	（1.205）
	（1.399）

	GBR
	
	0.289***
	0.144**
	0.131**

	
	
	（5.424）
	（2.494）
	（2.087）

	GBE
	
	0.745***
	0.284***
	0.403***

	
	
	（9.926）
	（3.335）
	（4.345）

	AW
	
	-0.514***
	-0.342***
	-0.094

	
	
	（-5.527）
	（-4.033）
	（-0.836）

	个体效应
	YES
	NO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NO
	NO
	YES

	样本量
	2,730
	2,730
	2,730
	2,730

	R2
	0.898
	0.357
	0.900
	0.901


注：1） ***、**和*表示分别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4.2 平行趋势检验
为保证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变化趋势保持一致，本文参考Beck等人[49]使用的平行趋势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对于不同的城市，用before1、before2、before3、before4表示政策实施前1年、2年、3年、4年，用after1、after2、after3表示政策实施后的1年、2年、3年，用current表示政策实施当年，以作为对照的基准年。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的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在人才引进政策实施前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从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开始，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综上满足平行趋势假说。
[image: ]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4.3 基于PSM-DID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各个城市是否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自选择问题会使得回归结果出现选择性偏差，故本文采用Heckman[50]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使用卡尺内最近邻匹配的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构建PSM-DID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每个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故本文采用逐年匹配法，将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进行逐年匹配，将得到的新样本进行进一步的DID回归检验，结果见表4。采用PSM-DID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与原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交互项系数较为相近，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0.227***
	0.226***

	
	（4.296）
	（4.348）

	GDP
	
	-0.030

	
	
	（-0.559）

	LB
	
	0.293***

	
	
	（3.594）

	PD
	
	0.014

	
	
	（0.325）

	GBR
	
	0.222**

	
	
	（2.310）

	GBE
	
	0.564***

	
	
	（3.995）

	AW
	
	-0.350*

	
	
	（-1.743）

	个体效应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1,670
	1,670

	R2
	0.883
	0.888

	注：1） ***、**和*表示分别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4.4 安慰剂检验
本文对273个样本城市进行了随机处理的安慰剂检验，以避免基准回归结果受到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在273个样本城市中随机选取135个城市作为受政策影响较大的实验组，其余138个城市为受影响较小的对照组，取2015年作为实际政策冲击年份，重复随机抽样1000次，由此得到相应的1000个估计系数。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虚线是基准回归得到的实际估计系数0.202，由图3可知，实际估计系数显著异于安慰剂检验中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因此，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排除了不可观测因素对于人才引进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image: ]
图3  安慰剂检验
5 异质性分析
5.1 地区异质性分析
本文依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制度及分类标准”，对273个样本城市进行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人才引进政策能够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比较东部和中部地区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发现，人才引进政策对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远大于对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但是，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这一政策效应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不显著。
	表5  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0.538***
	0.055**
	0.025
	0.007

	
	（5.229）
	（2.388）
	（0.580）
	（0.476）

	GDP
	-0.021
	0.171***
	0.005
	-0.002

	
	（-0.261）
	（2.616）
	（0.259）
	（-0.063）

	LB
	0.677***
	0.110***
	0.156**
	0.024

	
	（4.062）
	（4.243）
	（2.227）
	（1.408）

	PD
	0.188*
	0.015
	0.001
	-0.007

	
	（1.663）
	（0.595）
	（0.028）
	（-0.910）

	GBR
	1.248***
	-0.176***
	0.023
	0.100***

	
	（4.578）
	（-3.877）
	（0.306）
	（3.834）

	GBE
	0.737***
	0.553***
	-0.041
	0.003

	
	（2.982）
	（6.664）
	（-0.376）
	（0.097）

	AW
	-0.592
	0.020
	-0.015
	-0.037

	
	（-1.192）
	（0.428）
	（-0.100）
	（-0.910）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870
	800
	720
	340

	R2
	0.902
	0.835
	0.800
	0.926

	注：1） ***、**和*表示分别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bookmark: _Hlk93928476]5.2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根据《2019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在将273个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的基础上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合并，将Ⅰ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合并为大城市，将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合并为小城市。样本分类后回归结果见表6。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高了当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且系数达到2.031。然而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之中，人才引进政策不能够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
	表6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超大城市及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2.031***
	0.006
	-0.017
	-0.008

	
	（3.497）
	（0.162）
	（-1.587）
	（-0.567）

	GDP
	1.130
	0.003
	0.006
	0.002

	
	（0.617）
	（0.106）
	（0.758）
	（0.206）

	LB
	-1.131
	0.081
	0.037**
	-0.005

	
	（-1.224）
	（1.577）
	（2.553）
	（-0.269）

	PD
	0.280
	0.001
	-0.010
	0.007

	
	（0.367）
	（0.025）
	（-0.901）
	（0.834）

	GBR
	-1.709
	0.358***
	0.072***
	0.047***

	
	（-0.947）
	（4.533）
	（4.135）
	（2.616）

	GBE
	8.155***
	0.056
	0.103***
	0.073**

	
	（3.480）
	（0.657）
	（3.426）
	（2.548）

	AW
	-3.807*
	-0.027
	-0.092***
	-0.035

	
	（-1.759）
	（-0.240）
	（-3.094）
	（-1.389）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10
	730
	900
	990

	R2
	0.925
	0.935
	0.908
	0.482

	注：1） ***、**和*表示分别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6 影响机制分析
6.1 理论机制分析
由上述理论分析的推论可知，人才引进政策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水平和科技研发投入水平两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但尚不能确定在实践过程中这一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并且尚不能确定实际的作用方向。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有可能会促进地方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这一政策效应并不必然存在。同时，政府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水平以吸引人才及支持科研项目的开展，但是此举是否进一步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有待考量。有学者认为政府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增加能够刺激私人研发投入的增加、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51]，但同时亦有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增加会将私人研发投入拒之门外，甚至直接抑制私人发明活动[52]。人才引进政策带来的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是否对高新技术产业产生正向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本文认为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创新驱动效应。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和“创造性的破坏”，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后能够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绩效[53]。Michael E. Porter提出以钻石体系打造国家经济体竞争优势，强调钻石体系内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要素这四大要素间的协同效应[54, 55]。创新驱动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强调引入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实现内生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56, 57]。人才引进政策实施后，高层次人才的不断流入为地方科技研发项目集聚了更多且更新的信息、知识和技术资源，而这些要素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由此，科技创新水平是否会成为人才引进政策对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之一，亟待探究。
二是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Adolf Wagner提出了著名的“瓦格纳法则”，认为国家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当国民收入增长时，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也会随之增长。尽管“瓦格纳法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但部分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法则在中国具有较强的适用性[58, 59]。高层次人才受政策影响流动后仍然需要政府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因为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单靠市场的力量，社会经济的均衡点仅能达到社会次优，所以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张来促进生产性活动、推动经济发展。已有研究表明，积极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投资能够促进全国以及各省份的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保障经济增长的增长质量[60]。前期吸引人才流入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方式向人才释放信号，人才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流入政策实施地后也会进一步向地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留住人才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会不断地满足人才有关科研项目的合理的资金需求。因此，科技研发投入水平对经济的增长效应是否会成为人才引进政策对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这也值得本文进一步进行探究。
6.1 机制识别——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61]的逐步检验法，在第3部分式（1）的基础上建立如下所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以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
                    （1）
                       （2）
              （3）
其中：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说明与基准回归中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一致。本节中的模型（1）反映了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影响，模型（2）反映了人才引进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3）反映了人才引进政策与中介变量共同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3个模型分别进行回归，若模型（1）中的系数大于零且显著，则意味着人才引进政策能够积极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若模型（2）和模型（3）中的系数和都显著，则检验模型（3）中的系数是否显著，倘若和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62]。
和为本文选取的具体的中介变量。表示科技创新水平，本文借鉴了钟腾等人[63]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估指标，将当年申请的发明数量、实用新型数量和外观设计数量进行加总，加总求和后取对数生成衡量科技创新水平的变量。为科技研发投入水平，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得2010—2019年273个地级市的科学技术支出数据，对科学技术支出进行取对数处理后生成变量以表示各地级市的科技研发投入水平。具体的中介效应如表7至表10所示。

	表7  科技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逐步检验法）

	变量
	（1）
	（2）
	（3）

	
	0.202***
	0.065
	0.199***

	
	（5.305）
	（1.423）
	（5.240）

	
	
	
	0.039**

	
	
	
	（2.346）

	GDP
	-0.006
	0.059*
	-0.008

	
	（-0.212）
	（1.879）
	（-0.302）

	LB
	0.216***
	0.605***
	0.192***

	
	（4.288）
	（9.961）
	（3.744）

	PD
	0.043
	-0.118***
	0.048

	
	（1.399）
	（-3.164）
	（1.547）

	GBR
	0.131**
	0.104
	0.127**

	
	（2.087）
	（1.380）
	（2.022）

	GBE
	0.403***
	0.095
	0.399***

	
	（4.345）
	（0.848）
	（4.308）

	AW
	-0.094
	0.063
	-0.096

	
	（-0.836）
	（0.468）
	（-0.859）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2,730
	2,730
	2,730

	R2
	0.901
	0.893
	0.901

	注：1） ***、**和*表示分别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本文在对“科技创新水平”这一中介变量的三个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后发现，模型（2）的系数不显著（p=0.155），于是进行了进一步的Sobel检验。Sobel检验中p值为0.001（<0.01），验证了中介效应成立，且计算出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11.13%，可见科技创新水平在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影响中发挥的是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因Sobel检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本文又运用bootstrap检验法对科技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64]，对2730个原始样本进行2000次抽样，bootstrap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科技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法）

	
	系数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028***
	0.007
	0.014
	0.042

	直接效应
	0.225***
	0.078
	0.072
	0.378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间接效应存在，即科技创新水平这一中介变量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也不包含0，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直接效应同样存在，科技创新水平起到的是部分中介作用。

	表9  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逐步检验法）

	变量
	（1）
	（2）
	（3）

	
	0.202***
	0.031
	0.195***

	
	（5.305）
	（1.039）
	（5.200）

	
	
	
	0.235***

	
	
	
	（9.213）

	GDP
	-0.006
	0.077***
	-0.024

	
	（-0.212）
	（3.800）
	（-0.922）

	LB
	0.216***
	0.209***
	0.167***

	
	（4.288）
	（5.298）
	（3.354）

	PD
	0.043
	-0.010
	0.046

	
	（1.399）
	（-0.393）
	（1.496）

	GBR
	0.131**
	0.802***
	-0.057

	
	（2.087）
	（16.352）
	（-0.880）

	GBE
	0.403***
	0.759***
	0.225**

	
	（4.345）
	（10.481）
	（2.411）

	AW
	-0.094
	0.059
	-0.107

	
	（-0.836）
	（0.669）
	（-0.975）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2,730
	2,730
	2,730

	R2
	0.901
	0.937
	0.904

	注：1） ***、**和*表示分别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9可知，模型（2）的系数不显著，于是本文继续进行Sobel检验以探求变量是否能发挥中介作用。Sobel检验中p值为0.004（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中介效应成立，且计算出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13.53%，可见科技研发投入水平在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本文用bootstrap法对科技研发投入水平进行进一步的中介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0  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法）

	
	系数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034***
	0.013
	0.009
	0.059

	直接效应
	0.218***
	0.075
	0.071
	0.366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10中的数据显示，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同时，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系数为正数且显著，这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存在，即科技研发投入水平这一中介变量起到了中介作用，并且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存在直接效应，综上所述，科技研发投入水平在这一路径中起到的是部分中介作用。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0—2019年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城市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重点考查了科技创新水平和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中介作用，以期为评价城市人才引进政策作用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果：（1）人才引进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显著受到人才引进政策的促进作用。（3）人才引进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效应具有明显的城市规模异质性。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综合上述三条研究结果，本文验证了人才引进政策的政策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同时发现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中，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第一，这些城市虽然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但是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例如，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人才引进政策的配套政策不足、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匹配[3]、政策宣传缺乏深度和广度[65]等问题都会影响人才引进政策的政策效应。第二，长期以来的区域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已基本形成区域和城市差异化发展格局，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东、中部地区以及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明显。人才引进政策实施后，东、中部地区以及超大和特大城市能够在更大范围上将人才与资本、环境等资源拟合，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量增质升。尽管其他地区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但是这些地区要素禀赋的初始水平较低[66]，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可能会冲淡人才引进政策带来的政策效应，因而在这些地区人才引进政策并不能够显著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4）科技创新水平是人才引进政策助力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机制和显著的中介因子，人才引进政策能够通过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从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和发展。（5）科技研发投入水平同样能够作为中介变量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体机制为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科技研发投入水平从而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7.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在新一轮人才争夺战中，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要从“引才”走向“营才”。首先，结合人才引进政策的内容制定配套政策，实现多维度政策协同。通过提高金融服务支持，强化福利保障和便利政策供给，完善人才分层培养政策和人才专项支持政策等推动人才引进政策的落地。其次，应当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政策落实机制，优化、管理和监督从政策制定到政策宣传再到政策实施的每个环节，优化政策兑现的全链条。再次，政府需要不断强化人才生态环境的建设、打造高品质人才社区。政府应当营造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推进人才高地的建设，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人才引进和评价机制、包容的学术氛围、优质的学术交流平台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集聚。
（2）各个城市应推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差异化的人才引进政策，不断迭代优化特殊人才引进政策。为促进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人才引进政策必须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的需求，精准定位人才专业、吸纳符合产业发展的人才，适才适用，促进人才与需求、人才与技术、人才与产业的有效对接，促进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深度融合。针对不同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建立并完善更加精准化、宽松化的引才标准体系，在引才的路上，不仅要着眼于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也需要给高技能低学历的人才拓宽引进通道，激励更多技能人才流入。
（3）推行人才柔性引进政策，放权松绑，促进人才资源共建共享。受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东部地区部分城市强虹吸效应的影响，中小城市、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颁布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受限，人才流动和人才梯度分布较为固化。推行柔性人才引进政策使人才能够在不同的城市、地区、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内合理流动、高效产出，减轻各类因素对人才流动造成的影响，激活人才资源的自由度、释放人力资本的活力。
（4）聚焦科技研发和创新创业，加速搭建创新平台、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扶持力度。各城市应当根据发展所需，搭建和培育专项实验室、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等，为人才提供更好的科研项目和研发平台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鼓励各城市政府在保障财政支出效率的情况下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科研项目的资金投入和项目补贴，鼓励扩大补贴范围，以此对潜在人才进行有效吸引、对现有人才进行有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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